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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空气污染的异质性影响
———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

王婷伟,吕 晨

(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,北京100190)

摘要:基于2008—2018年中国105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,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地理探测器,探讨环境规制对城市空

气质量的影响。研究发现,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特定情境下有效,经济激励型规制持续有效且能显著减少空气污

染,自愿型规制在2018年显著影响空气质量。此外,经济激励型与自愿型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改善空气质量越来越重

要。建议加强经济激励措施,提升公众环保意识,并制定适应地区特性的环境政策,以促进环境质量提升和可持续
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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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PM2.5污
染问题的加剧。2023年数据显示,全国339个地

级及以上城市的PM2.5和PM10浓度均值分别为

30μg/m3和53μg/m3
[1]。这一现象对居民健康和

生态平衡构成了严重威胁。为应对挑战,生态文

明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,一系列环境规制

措施被实施以寻求经济转型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

的平衡。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表现出

显著的空间异质性,这种差异性与地区间的经济

水平、地理位置、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,同时也受

到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的影响。地方政

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上的态度和行动力度的差异导

致了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。在此背景下,探讨不

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空间

异质性及其内在机制,对于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

依据具有重要意义。

1 文献综述
根据强制性和激励机制的不同,环境规制政

策通常分为命令控制型、经济激励型与自愿参与

型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设

定强制性的污染减排目标,如排放标准和治污设

施的规定[2]。尽管社会对此类环境规制的需求不

可或缺,但其执行过程伴随着高昂的成本。汤韵

和梁若冰[3]对“两控区”的研究发现酸雨控制区的

减排效果不佳且成本较高。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

则通过税收优惠、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来激励

企业减少污染[4]。同时基于市场手段的环境规制

往往被认为优于老一代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

制,如彭星和李斌[5]探究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

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,结果发现市

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

为明显。
不同于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的执行主体

为政府,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依赖于企业的自主行

动和公 众 参 与,如 生 态 标 签 和 行 业 自 主 减 排 协

议[6-7]。其中,环境信息公开是中国政府推进环境治

理的又一重要举措,也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自愿型

环境监管的手段[8-9]。由于环境信息公开在削弱信

息不对称、保障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环境保

护方面的优势,近年来逐渐被普及[10]。尽管环境规

制在理论上被认为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,改善

空气质量,但实证研究揭示了其效果的复杂性和区

域差异性。例如,石光等[11]发现环境规制的效果受

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;包群等[12]认为一定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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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执行力度是该地区环境规制减排效果增强的

关键因素。此外,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种新兴的自

愿型环境监管手段,其对污染减轻的效果也存在

争议[6]。
针对空气污染治理,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空

气污染,尤其是PM2.5的形成根源与治理机制[13]。
其中,Dong等[14]针对雾霾污染的时空异质性特征,
采用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变化的局

部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,发现11个影响因素对

PM2.5浓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,环境调控仅在东

部和中部地区有效。空气污染另一被关注的重点

是其空间特征,主要研究集中在空间溢出效应,即
空气污染物可以从污染源运动扩散到其他空间单

元并产生影响,表现为本地空气质量也会受到其他

城市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影响。许多学者就此视

角切入,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,来分析环境规制

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[15-16]。然而,目前环境规制

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较少。最近,地理探测器方法的

引入为分析环境规制与空气污染间关系提供了一

种新的视角。田娟娟和张金锁[17]利用地理探测器

方法探究了中国碳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驱动

因素,研究发现,经济发展、环境规制和固定资产投

资是影响碳排放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。此外,研究

还揭示了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中,不同因素之间存

在交互作用,并且这些交互作用往往导致非线性增

强效果。这表明地理探测器在揭示环境规制效果

的空间差异性和多因素交互作用方面具有独特的

优势。
综上,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的类别、效果、测度

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,但仍存在不足。例

如,如何准确反映环境规制的整体效果,以及如何

考虑环境规制的空间异质性,仍然是未来研究需要

解决的问题。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,以中国

2008—2018年105个环保重点城市为研究对象,从
空间异质性视角切入,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3种

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空气污染的全局影响,并且运

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对政策作用地区

空气污染的单一与交互异质性影响。

2 研究设计

2.1 变量选择

2.1.1 被解释变量

被解释变量为空气污染(PM2.5)。由于PM2.5
是空气中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分,选择PM2.5浓度作

为雾霾污染的替代指标[13]。

2.1.2 解释变量

(1)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(ER)。命令控制型环

境规制是中国最早、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监管工具。
其优点在于其强制性和及时性,可以直接控制环境

污染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;其缺点在于缺乏灵活

性,如技术先进企业在制定环境技术标准时缺乏激

励作用,加剧了技术落后企业的处境。参考李树和

翁卫国[18]的做法,使用地方当局发布的环保规章数

量来衡量命令控制的环境法规工具的强度。由于

环保规章只有省级数据,并且理论上第二产业占比

越高的城市,污染情况更加严重,会增加环保规章

进行治理,本文将环保规章数量与地级市产业结构

的乘积作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。
(2)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(EI)。基于市场激励

的环境调控工具,在促进行政干预的同时,能够有

效平衡市场监管的积极因素,充分发挥其对环境的

正向促进和抑制作用,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

保护问题。在构建基于经济激励的环境监管工具

的代理变量方面,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排污费、各类

环境费、污染治理投入等综合指标法[5]。本文借鉴

张平等[19]的研究,选择节能环保支出作为经济激励

环境监管工具的代理变量。
(3)环境信息公开(PITI)。使用污染源监管信

息公开指数(PITI)作为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解释变

量[20]。自2008年起,PITI由公共环境研究中心

(IPE)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(NRDC)联合发布,对中

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进行评价,并获

取污染源信息披露指标。

2.1.3 控制变量

考虑到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(sto-
chasticimpactsbyregressiononpopulation,afflu-
ence,andtechnology,STIRPAT)模型[21]和环境库

兹涅茨曲线(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,EKC)假
说是研究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基本理论框架[13],将
两者结合起来选择空气污染控制因子。

STIRPAT模型如下:

Iit =β0+β1Pit+β2Ait+β3Tit+eit (1)
式中:I为PM2.5浓度;参考已有研究[21-23],P、A、T
分别表示人口规模、人均财富、技术水平;e为误差

项;β0为常数项;β1、β2、β3为回归系数。影响因素为

总人口(TP)、城镇化率(UR)、人均GDP(PGDP),
产业结构(IS)以及外商直接投资(FDI)。

2.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

选用2008—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部遴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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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个重点环保城市①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,分析

环境规 制 对 城 市 空 气 污 染 的 影 响 效 应。其 中,

PM2.5数据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。
有关105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环保规章数量和节能环

保支出数据,均收集自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》。PITI
数据直接来源于公共环境研究中心(IPE)与自然资

源保护协会(NRDC)共同发布的2018—2019年度

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,此报告从NRDC的

官方网站获得。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《中国城市统

计年鉴》和各省市统计年鉴。每个变量的统计描述

见表1,所有数据结果均通过StataMP17计量软件

分析得到。

2.3 研究方法

2.3.1 固定效应模型

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环境规

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。固定效应

模型如下:

PM2.5it =α0+α1ERit+α2EIit+α3PITIit+

βcontrolit+λi+γt+μit (2)
式中:α0 为常数项;α1、α3、α3 分别为命令控制型、经
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;β为控制

变量的回归系数;λi 为个体固定效应;γt 为时间固

定效应;μit 为随机扰动项。

2.3.2 地理探测器

地理探测器是基于地理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

工具,能有效揭示变量间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其相互

作用,特别适用于探究复杂的环境规制与空气污染

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[24-25]。其

基本原理如下。
(1)因子探测器(factordetector)。此探测器用

于评估单个因素如何影响目标变量的空间分异,计

算公式为

q=1-
∑
L

h=1
Nhσ2h

N2
σ

LNhσ2 (3)

式中:L为层级数目;Nh 和N 分别为第h 层的样本

数和总样本数;σ2h 为第h 层的方差;σ2 为总方差。

q值范围为0~1,值越大表示因素对空间分异的解

释能力越强。
(2)交互作用探测器(interactiondetector)。用

于探测两个因子对目标变量空间分异的交互影响。
如果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使得目标变量的空间分

异更加显著,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同效应。
以中国105个环保重点城市为样本,综合运用

上述地理探测器方法,分析环境规制对PM2.5空气

污染物的治理效果。通过因子探测器,可以识别对

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环境规制因素;通过交互作用

探测器,可以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相互作

用及其对空气污染的综合影响;最终通过地理探测

器分析,旨在提出更为精准有效的空气污染治理

策略。

3 实证分析

3.1 固定效应与因子探测结果

通过Stata进行固定效应回归,并进一步通过

R语言实现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,结果见表2。通

过地理探测器的分析发现,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

(ER)在2013年对空气质量有显著影响。这一发现

表明,在某些时期或地区,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

能通过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和监管措施有效地促

进了空气质量的改进。对比固定效应模型中不显

著的结果,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效果

存在的时间和地区异质性。对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

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

变量 定义 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PM2.5 PM2.5浓度 μg/m3 1155 46.049 17.921 9.016 102.159
ER 地方颁布环保规章数_各省×第二产业贡献份额 份 1155 0.426 0.929 0.000 7.824
EI 地方节能环保支出/GDP % 1155 0.493 0.527 0.034 5.896
PITI 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分 1155 44.053 16.997 8.300 85.300
TP 总人口数 万人 1155 552.802 392.967 74.000 3404.000
UR 城镇化率 % 1155 61.500 14.483 31.000 100.000
PGDP 人均GDP 万元 1155 6.420 3.884 0.955 46.775
IS 第二产业对GDP占比 % 1155 49.560 9.584 15.710 85.080
FDI 外商直接投资额 万美元 1155 184000 302000 34 3100000

① 事实上,全国已有超过113个城市入选重点环保城市。然而,在过去20年中,这些城市的名单曾多次调整。在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》与

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》中,部分城市的相关变量数据没有公开,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公开且连续的105个环保重点城市作为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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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(EI),虽然在整个时间段内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

不是最为显著,但在2008年具有一定的影响。这可

能表明由于其直接针对企业的经济利益,因而在短

期内即显示出对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;但随着时间

推移,这种影响可能由于激励不足、执行力度不够

等因素而减弱。自愿型环境规制(PITI)的影响力

在2008—2018年内逐渐增强,说明随着社会整体环

保意识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,其长期效果逐渐显

现,成为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。

3.2 交互作用探测

表3展示了地理探测器中交互作用探测的结

果。在整个研究期间,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(EI)与
自愿型环境规制(PITI)之间的交互作用显示出增

强的趋势,表明当同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和鼓励自

愿行为时,两者的组合对减少PM2.5浓度具有协同

效果。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激励能够提供财务支持和

表2 2008—2018年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驱动因子探测结果

因子

(1) (2) (3) (4) (5)

2008—2018年 2008—2018年 2008年 2013年 2018年

FE q 排序 q 排序 q 排序 q 排序

ER -0.056 0.024 8 0.095 7 0.359*** 1 0.173 3
EI -0.446 0.054*** 5 0.107* 3 0.116 7 0.088 6
PITI -0.090*** 0.038*** 6 0.130 5 0.145 3 0.172** 4
TP -0.018*** 0.193*** 1 0.197** 1 0.270*** 2 0.209 1
UR -0.312*** 0.110*** 2 0.195** 2 0.132 4 0.079 8
PGDP -0.551*** 0.068*** 4 0.110 6 0.125 5 0.087 7
IS 0.464*** 0.095*** 3 0.170 4 0.124 6 0.175* 2
FDI 0.000 0.033*** 7 0.083 8 0.089 8 0.143* 5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P<0.1、P<0.05、P<0.01。

表3 2008—2018年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

因子交互
2008—2018年 2008年 2013年 2018年

q 类型 q 类型 q 类型 q 类型

ER∩EI 0.100 NE 0.298 NE 0.513 NE 0.151 UW
ER∩PITI 0.108 NE 0.408 NE 0.496 BE 0.191 BE
ER∩ TP 0.275 NE 0.380 NE 0.587 BE 0.208 UW
ER∩ UR 0.186 NE 0.453 NE 0.518 NE 0.218 BE
ER∩PGDP 0.121 NE 0.312 NE 0.495 NE 0.138 UW
ER∩IS 0.122 NE 0.225 BE 0.512 NE 0.214 BE
ER∩FDI 0.095 NE 0.261 NE 0.455 NE 0.137 NW
EI∩PITI 0.132 NE 0.342 NE 0.385 NE 0.490 NE
EI∩ TP 0.277 NE 0.430 NE 0.543 NE 0.370 NE
EI∩ UR 0.206 NE 0.456 NE 0.420 NE 0.294 NE
EI∩PGDP 0.179 NE 0.315 NE 0.396 NE 0.254 NE
EI∩IS 0.178 NE 0.250 BE 0.337 NE 0.380 NE
EI∩FDI 0.124 NE 0.398 NE 0.193 BE 0.608 NE
PITI∩ TP 0.313 — 0.527 — 0.700 NE 0.319 —

PITI∩ UR 0.205 NE 0.499 NE 0.503 NE 0.510 —

PITI∩PGDP 0.146 NE 0.505 NE 0.502 NE 0.405 NE
PITI∩IS 0.170 NE 0.390 NE 0.397 NE 0.636 NE
PITI∩FDI 0.139 NE 0.396 NE 0.246 NE 0.432 NE
TP∩ UR 0.319 NE 0.504 NE 0.533 NE 0.374 —

TP∩PGDP 0.281 NE 0.512 NE 0.570 NE 0.345 NE
TP∩IS 0.398 NE 0.426 BE 0.517 NE 0.518 NE
TP∩FDI 0.279 NE 0.449 NE 0.449 NE 0.329 BE
UR∩PGDP 0.169 BE 0.381 NE 0.348 NE 0.443 NE
UR∩IS 0.241 NE 0.339 NE 0.390 NE 0.347 NE
UR∩FDI 0.272 NE 0.518 NE 0.393 NE 0.508 NE
PGDP∩IS 0.191 NE 0.368 NE 0.353 NE 0.453 NE
PGDP∩FDI 0.216 NE 0.331 NE 0.365 NE 0.500 NE
IS∩FDI 0.188 NE 0.283 NE 0.208 BE 0.439 NE

 注:NE表示非线性增强;BE表示双因子增强;UW表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;NW表示非线性减弱;— 表示不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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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,而自愿措施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参

与,两者共同作用加强了环境治理的效果。例如,
在碳交易市场中,企业受经济激励影响,通过购买

碳排放权来达到法定排放标准,同时也可能自愿参

与碳抵消项目,如植树造林,进一步减少碳足迹。
这种结合了经济激励与自愿参与的策略,不仅直接

促进了温室气体减排,也提高了企业和公众对气候

变化问题的认识。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(ER)与
自愿型环境规制(PITI)在2013年的交互作用显示

出最强的正向影响,这反映了在该时期,政策强制

力度与公众参与度的共同提升有效地促进了环境

质量的改善。
对于控制变量,由表3可知,总人口(TP)与所

有3种环境规制工具的交互作用均显示出增强效

果,尤其是在2013年,这表明人口增长可能加大了

环境治理的挑战,但同时也增加了规制措施发挥作

用的空间。城镇化率(UR)与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

交互作用表明,随着城镇化的加深,环境规制在改

善空气质量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增强。人均 GDP
(PGDP)的提高增强了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

制工具的效果,这可能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

市有更多资源和能力投入到环境保护中,同时公众

对于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更强烈。

4 研究结论与建议
通过对2008—2018年105个环保重点城市的

数据分析,深入探讨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,经济

激励型环境规制、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城市空气

质量的影响。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揭示了这3种环

境规制工具对PM2.5浓度的异质性影响,同时地理

探测器进一步分析了交互影响的时空异质性。
研究发现,这3种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的社会

经济背景和时间节点上,与城市空气质量之间存在

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固

定效应模型中不显著,但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,在

2013年显示出强烈的正向效果。这可能表明命令

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效果受到时间和地区的影响。
经济激励型规制在各个时间节点上对空气污染的

影响持续显著且负向,表明经济激励措施是改善空

气质量的有效手段。自愿型规制的影响在2018年

变得尤为显著,这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,公众环

保意识的提高以及自愿环保措施的逐步深化。在

整个研究期间,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

规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显示出增强的趋势;而命令控

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在2013年的交互

作用显示出最强的正向影响。控制变量中,人口总

数和城镇化率的交互作用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效果,
暗示着在人口密集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,环境

规制政策需要更加精细化和具有针对性。
基于研究结论,提出以下建议:①强化经济激励

措施。考虑到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显著性和有效

性,建议政策制定者继续发展和完善相关的经济激励

机制,如税收优惠、绿色信贷、污染排放权交易等,来
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公众的环保行为。②提升公众环

保意识。鉴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效果随公众环保意

识的提高而增强,建议政府和社会组织加大对环保教

育的投入,提升公众的环保知识和参与意愿,借助社

会力量促进环境保护行动的广泛参与。③地区特定

的环境政策。由于不同城市在人口、经济、工业化等

方面存在差异,环境规制的效果也表现出异质性,因
此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地区特性,制定符合当地实际

情况的环境政策。④协同发展策略。应通过跨部门

协作,将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规划、产业结构调整、技
术创新等政策结合起来,形成协同效应,共同推动环

境质量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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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terogeneousEffectsofVarious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strumentson
AirPollution:BasedonGeodetectorAnalysis

WANGTingwei,LÜChen
(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,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,Beijing100190,China)

Abstract:Basedonthedatafrom105keyenvironmentalcitiesinChinafrom2008to2018,thefixed-effectmodelandgeodetectorisusedto
explore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nurbanairquality.Itisfoundthatcommand-and-control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re
effectiveinspecificcontexts,whileeconomic-incentiveregulationsareconsistentlyeffectiveandsignificantlyreduceairpollution.Voluntary
regulationssignificantlyimpactedairqualityin2018. Moreover,theinteractionbetweeneconomic-incentiveandvoluntaryregulationsis
increasinglyimportantforimprovingairquality.Itisrecommendedtostrengtheneconomicincentives,raisepublicenvironmentalawareness,

anddevelopenvironmentalpoliciesadaptedtoregionalcharacteristicstopromoteenvironmentalqualityimprovementandsustainable
development.

Keywords:environmentalregulation;airpollution;geodetect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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